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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形式主义？

——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的组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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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 20 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透

视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行为的多种组态，以解释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与再生

产形式主义。研究发现：任何单一因素均无法构成形式主义问题产生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

件，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实为“多重复杂并发因果”；六条路径、三类条件组态

构成了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产生的主要驱动机制，即“经济约束”驱动型，“注意力兑现悬

浮”驱动型与“避责思维”驱动型，各因素的有效结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引发形式主义的

发生与再生产等。为了防范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

色，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福祉，当前亟需在推动产业转型以促进“经济”“环保”目标的

平衡、内外协同以兑现政府环境注意力，以及精准问责以疏解官员“避责”情结等方面下大

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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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国经济发展在创造“中国速度”“中国奇迹”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生态环

境问题。现实的生态环境污染与潜在的生态环境风险问题不断涌现，使得我国的生态环保议题具有

更强烈的政治诉求和较广泛的民意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上升至国家战

略高度，政府的生态环保责任建构进入加速期。然而，地方政府常规式的生态环保工作，如单一化的

科层机制、依附性的参与机制等，常常使生态环境治理陷入失灵失效的窘境。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是

中国环境执法与监督检查体系中的重要制度创新，促使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更加多元化。特别是，

由于在中国环境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体系中，地方政府被明确要求承担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责任。

因此，一方面，为了确保环境治理主体切实履行环保职责，生态环保督察的主要对象是省级党委政府

及有关部门、地市级党委政府及问题突出的县级党委政府；另一方面，通过沟通地方党委、政府，联系

社会公众与社会组织，将科层管理与公众参与结合起来。尤其是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以“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为关键，将地方党委、地方政府的环境责任共同纳入监督范围，提升了地方生态环境

治理能力与水平，并解决了一批生态环保领域的“老大难”问题。

2015 年 7 月，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
行)》，提出建立环保督察工作机制，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随即于2016年 1月在河北省启动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试点。2016年7月,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截至2023年5月，每轮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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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的中央环保督察①已经进行了两轮。由于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的督察主体权威，反馈意见尖锐、

问责严厉以及媒体及时曝光等，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强烈的政治压力、追责压力与舆论压力。期间多

方数据都显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实施，有效推动了地方政府落实环境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解决

事关民众“急难愁盼”的环境问题，大部分地方政府表现出了有效的环境治理行为。然而，据我国生

态环境部通报，截至 2022年 7月，在两轮督察共计公开 262个负面典型案例中，涉及环境污染包括基

础设施短板等问题占 48.5%，涉及生态破坏、影响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占 33.2%，涉及弄虚作假等生态

环境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占 18.3%[1]。特别是，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发生与再生产问

题尤为值得实践部门深思与当前学界忧虑。毋庸讳言，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与生态环境执法监督的

强大压力下，部分地方政府迫于政治、问责、舆论等压力，在解决环境问题时急于求成，采取“突击行

动”“表面治污”等策略，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的环境问题，采取“表面整改”“假装整改”“敷衍整

改”等形式主义应对方式，侧重治理“看得见”“摸得着”的环境污染，以营造生态环保“虚假繁荣”的

景象。

诚然，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中发生形式主义地搞环保，非但无法从根本上保护生态环境，反而助长

了环境污染行为，将生态环境及其治理推向持续恶化的泥沼。更进一步讲，这种具有欺骗性、隐瞒性

的形式主义工作方式也会破坏政治生态环境，疏离干群关系，加剧思想信念滑坡[2]，难以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那么，这一现象背后是否存在深层次的机制，并影响着地方政府环

境治理的形式主义行为，进而影响着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效果？换言之，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下的

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生成机理是什么？如何调适与应对？这些正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

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本研究选取 2022年生态环境部公布的 20个典型案例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多

案例研究中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sQCA)，剖析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下的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

何以发生形式主义，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有效嵌入地方生态环境治理，进一步提高地方生态环境治

理效能，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以及持续增进民众的生态环境福祉提供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1.文献综述

在中国的政治学、行政学语境中，“形式”是中性词，当“形式”发展到极端，即“形式主义”则是一

种贬义词，指非常片面地追求外部形式而忽略实质内容，或者不重视实际效果以致脱离实际需要的

态度、方法、作风和表现的总称。它热衷于制造象征性符号，用仪式性、表现性的活动代替办实事、求

实效，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矛盾和问题[3]。简言之，当外部“形式”越位甚至挤占实质“内容”并成为

公共行政的目标时，“形式主义”便产生了。事实上，“形式主义”是官僚制的痼疾，广泛存在于国家治

理、地方治理中的诸多领域。例如，在扶贫领域，李智永探讨了政策异化条件下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形

式主义问题，认为脱贫中的形式主义是政策异化的表现，并且具有复杂的异化过程。从形式主义产

生原因来看，由于中央、省、市和县各级政府都面临着很大的政治压力导致层层重视、层层加压，但同

时又缺乏统一的协调，各自为政，最终导致基层政府压力过大，搞出各种形式主义从而偏离了实际脱

贫工作；乡镇政府在管理上的权责不平衡和帮扶人员在责任能力上的不平衡是导致政策执行者主动

异化政策、产生形式主义的原因之一[4]。又如，在政府绩效管理领域，徐阳则从组织绩效视角出发，探

讨了政府垂管部门绩效评估中的形式主义问题，形式主义困境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如部分垂管部

门负责人缺乏创新动力、部分垂管部门权力过于集中且缺乏有效监督、部分垂管系统中尚未实现数

据共享等。由此，要从观念、制度与技术多维度入手破解垂直评价的弊端[5]。再如，在社区治理领域，

①    注：2018年 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批准成立生态环境部，不再保留环境保

护部。2018年 4月，生态环境部正式揭牌。2019年 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实施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规定》，这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第一部党内法规，“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发展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下文中简称“中央

生态环保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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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志立基于Y市A社区清理挂牌的实践考察，揭示了形式主义整治促进基层减负的组织符号逻辑，

即符号冗余和功能异化将带来信息生产过剩、上级权威强化和价值自我指涉，引发形式主义和工作

负担。由此，整治形式主义将带来深层的权力运行和主体互动关系调整[6]。另外，在乡村治理领域，

桂华基于乡村关系视角，探讨了非科层官僚的村级领域的形式主义问题，指出村级形式主义与乡村

治理体制变化有关，即随着行政对自治的消解，乡村关系从过去的二元结构走向了乡村一体化，行政

体制产生的形式主义向下传导，在非科层官僚的村级领域发生形式主义问题。破解村级形式主义需

重建“乡政”与“村治”边界，回归村民自治的主体性与实体性等[7]。总之，以上关于国家治理、地方治

理的具体领域发生的“形式主义”及其成因的研究，为探讨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发生与

再生产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中国环境治理的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中，地方政府被明确要求承担环境治理的主体责任，并

规定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然而，在相当长

的时期内，基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相关环境法律与政策难以获得有效地实施。多年来的中国环

境监察、督查体系主要以“督企”为主，却对承担环境治理责任的首要主体——地方政府缺少有效的

监督。地方政府常规式的生态环保工作，如单一化的科层机制、依附性的参与机制等，常常使生态环

境治理陷入失灵失效的窘境。同时，在地方常规化的生态环境治理中，地方党委的生态环保责任往

往被忽略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表现出了高度的生态文明自觉，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把建设

生态文明作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文明建设被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为了解决原有环境监察、督查体系中的治理主体不积极履责、党政不同责等问题，2015年7月，原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创立了中央环保

督察制度，将“环保督查”发展为“环保督察”，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赋予环保督察更高的权威与执

行力，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控，明确了环境治理中的“党政同责”，强化了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机

制，并以自上而下的高位推动，将其制度性地嵌入治理体系，激发地方发挥多元共治功效，以克服信

息不对称性的弊端，并实现了对地方治理目标的纠偏[8]。实践中，作为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为典型的

重要“督政”制度创新，主要通过强化对地方政府和官员行为的监督、考核和问责，以影响地方政府的

环境治理行为[9]。然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引发的治理效应高度复杂。由于督察范围泛化、督察力度

强化与督察过程虚化的潜在惯性，导致组织成本攀升、运行僵化迟缓，加剧基层负担，引发痕迹主义、

形式主义现象，弱化组织效能，最终引发“督察悖论”[10]。作为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中“督政”的重大制度

创新，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已顺利开展了两轮，在该制度实施下，地方环境治理行为的发生逻辑如何? 
为何会出现形式主义现象？尽管相关学术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总体上仍十分有限。对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背景下的地方环境治理行为研究，学界目前主要聚焦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地方生态环境治理是

否被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有效促进。一方面，国内外研究者主要运用实证分析手段，从微观、宏观多个

维度对其检验。如刘张立等主张，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地方空气污染的治理是否被中央环保督察

所影响[11]。另一方面，学界从法理的视角对该问题进行论述，如有学者指出，地方环境治理可以在该

政策的实施下获得长期效果，作为“运动型治理机制”的中央环保督察是解决地方环境治理困境不

可或缺的手段[12]。二是地方生态环境治理行为如何被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所影响。有学者认为，从

环境治理制度改革的视角，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对其进行研究，由于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强化了公众参

与机制、强化了对地方生态环境治理的社会监督，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够被有效地推动[13]；有学者

强调，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之所以被有效推动，是因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对环境治理体系中信息渠道

的优化以及对地方政府施加的强问责压力，这些手段重构了激励机制，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等

问题[14]。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主要聚焦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是否生效、如何影响地方环境治理行为，为

本研究开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与研究启示。然而，现有研究的不足也比较明显，鲜有学者关注在中央

生态环保督察高压下的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行为的发生与再生产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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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框架

将地方政府视作独立的行为主体，不难发现其必然镶嵌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由此，地方政府自

身的行为取向受到多重环境因素的协同影响。本研究中的PEST分析框架是从现实的生态环境治理

情景出发，在众多影响因素中选择政治（Politics）、经济（Economy）、社会（Society）、技术（Technology）
四个关键性因素，进而通过这四个维度的分析，从总体上把握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背景下的地方环

境治理行为所处的具体环境，并探讨其诸多因素、条件交互的复杂机制以及如何导致地方政府生态

环境治理发生形式主义。

（1）政治维度。现代政治行动在环境规制、环境资源再分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治目标的生态

取向决定了政府环境治理的行为方向。“只有借助政治行动，才能拯救环境”[15]的呼声愈发强烈。由

此，本研究选取环境问责强度、环境注意力强度作为政治维度的代表指标。诚然，责任问题是当代公

共管理领域的基础性问题，环境问责是通过追究责任的方式促使生态环境获得良序发展行之有效的

倒逼机制[16]。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是环境问责的主要载体之一，“环境问责风暴”释放的问责压力，

从总体来看确实化解了不少棘手问题。然而，强大的追责压力一旦无法得到正确缓释，极易挫败地

方党政领导、基层行政人员环境治理的信心与积极性。由此，如果问责力度的无限加大，在一定程度

上使地方官员的自主性、情感体验与自主空间发生了弱化。地方政府则疲于应付自上而下的各种治

理事务，可能采取形式主义、懒政怠政等策略[17]分散压力，从而消极避责。

环境注意力是地方政府配置到环境保护议题、环境问题解决上的专注力，高度的政治关注可以

提高政府领导对相关议题的理解与预期程度，从而有助于提升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力[18]。然而，在生态

治理领域，地方政府仅仅保证注意力的投入是不够的，关键是将注意力转变为生态环境治理行动。

在行政发包、压力型体制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面对有限注意力与无限责任的挤压，对某项议题关注

越大，越有可能通过文牍工作绕开政策执行的实际目标，以形式主义注意的方式回应上级[19]。换言

之，地方政府环境注意力投放的加强，并不必然导致地方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如果注意力不加兑

现、浮于纸面，势必招致环境保护“言而不行”的形式主义问题。

（2）经济维度。就社会可持续发展而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联。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经济建设、经济增长都是中国政府的首要中心工作与区域治理要

务，处于众多发包任务的核心地位。在我国生态环境部公开的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下的地方环境治理

“形式主义”案例中，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绩效的冲动、牺牲生态环境价值的做法，“重发展、轻保护”的

场景以及“高能耗、高污染”项目严控不力的现象频频出现。因此，本研究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产

业结构作为经济维度的代表指标。

关于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研究，1993年Panayotou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20]的概念，即在经济

飞速发展的早期，一定程度上的环境污染不可避免。伴随资源稀缺性的凸显，环境保护的投入加大。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其将为环境改善创造有利条件。如果越过拐点，则环境污染程度与经济增

长呈负相关。中国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增长腾飞、经济换挡升级尚未完全实现的当下，环境污染

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仍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另外，“晋升

锦标赛”塑造了地方政府“为竞争而增长、为增长而污染”的扭曲性激励，在地方常规环境治理实践

中，环保工作时常要为经济建设让道。

已有研究认为，产业结构与环境治理呈现正相关，影响最为深刻的即为第二产业占比[21]。一般而

言，如果地方的第二产业占比越大、环境问题越复杂，那么环境治理的难度越大，环保工作的投资越

多，城市面临着更为巨大的环境治理压力。尤其是，因工业生产引发的各项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固

体废物污染等成为地方环境整治工作的难点。在这种约束下，地方政府需要想方设法消解产业结构

不合理对环境治理造成的负面影响。为了改善上述环境污染的直观感受，地方政府常常通过效果较

为明显的暂时性、突击性的行动，以便“顺利”通过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在此过程中，地方环境治理的

“形式主义”便有了可乘之机。

178



第2 期 杨建国 等：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形式主义？

（3）社会维度。“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①。社会公众是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成效

最直观的见证者、最直接的接触者，以及环境负外部性后果的最主要承受者。尤其是在多元共治的

格局下，社会公众成为环境治理重要的参与主体，兼具广泛性与灵活性，在舆论监督与参与治理中发

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特别是，来自社会公众的信访举报等信息资源，既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工作的顺利进行与深入展开提供了重要线索，也是约束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发生与再生

产的有力武器。由此，本研究选择公众监督压力作为社会维度的代表指标。

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问题，既是典型的生态环境领域官僚主义的表现，也是政府环保监督与

规制失灵的信号。受自身因素的制约，政府自身难以走出治理失灵的困境，有必要引入社会公众、社

会组织等第三方主体，通过信访、举报等各种合法途径，对地方政府展开监督，倒逼其端正态度、矫正

偏差。事实上，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引入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作为政府环境管制的补充，已逐渐

成为诸多国家的主流选择[22]。原国家环保总局在 2006 年 2 月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

法》，首次对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进行了规定。2018年7月，生态环境部公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规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以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由此，我国接连颁布法律规范性文件，确认了公众监督环境保护的角色地位，社会监督的方式渠道日

趋多元化，公众监督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地方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

（4）技术维度。在大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时代，科技水平的发展是实现绿色环境变革的核心支

持。因此，技术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的机遇之一，当前的环境治理迫切需要依靠科技创新来推

动。新的技术手段便利了环境监控与环境信息的获取，如大数据监测成为环境治理工具，运用数字

信息可以实现对环境的智能统筹与污染的智能防治，为治理实践提供现实的技术支撑，助力生态环

境问题的顺利解决。当然，技术赋能的消极作用也在威胁着地方生态环境治理韧性。一方面，科技

手段为地方生态环境治理赋能；另一方面，因技术运用不当或者过载，引发“形式主义”的技术赋能，

为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带来了新挑战。由此，本研究选择地方科技创新水平作为技术维度的代表

指标。

纵观国内外经验，不少地方在积极探索科技路径，以助力环保事业可持续发展。如在我国太湖

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中，“太湖站”协同物理、化学、生物多学科在理论与实践中取得了突出成就[23]，为

环境治理增效。然而，在科技赋能之下，线上“收到”代替实际“做到”、“互联网政务”重视建设、疏于

管理等问题频发，各种“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粉墨登场。尤其是，信息沟通和传导系统失效失灵造成

的信息隔阂、信息闭塞、信息不对称是滋生形式主义的重要因素[24]。因此，信息网络技术也为防范环

境治理中的信息失灵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利用科技手段搭建开放协同的网络治理平台，可以实现

信息的高效共享，消除信息壁垒与沟通障碍，增强各级政府间的联动性。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1987年，查尔斯·拉金出版专著《比较方法》，为社会科学领域带来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方法——定

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它是介于定性与定量之间的中间道路，其核

心基于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条件间多是相互依赖而非独立的实践背景，采取组合的方式解释复杂现

象的背后因果逻辑[25]。定性比较分析是一种组态比较方法，将社会现象看作属性的复杂组合导致的

不同结果，并依照集合关系将它们概念化，用以回答“条件的哪些组态可以导致期望的结果出现？哪

些组态导致结果的不出现？”等问题。与传统的定量研究独立割裂地看待条件变量不同，自变量是普

遍联系的，它们之间本身既有的关联在QCA的方法中得以保留。QCA研究方法适用于中小样本，案

例研究者因此可以不再局限于少数案例的限制和质疑，同时通过整体的组态分析解决变量导向的大

①    出自汉朝王充《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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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分析不能解决的因果复杂性问题[26]。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技术，定性比较分析法正在政治学、公

共管理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和重视。

就本文来说，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下，地方政府面对环保压力型体制、晋升锦标赛等挤压，是否

会选择形式主义地应对环境治理考核具有极强的复杂性，同时受地区异质性影响，前因变量组合亦

存在较大差异，但部分条件组合却“殊途同归”皆能招致形式主义。由此，在方法的选择上，辨别地方

环境治理形式主义“是否出现”是本研究的基础判断，“为何出现”则是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从生态环

保部公布的典型案例来看，被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报后，地方生态环境治理整改是否有效、形式主义

是否发生是可以明确判断的。换言之，基于本研究的结果变量而言，对其二分赋值较为容易，因此论

文采用了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 QCA），通过遵循典型案例选取、变量选取与赋值、真值表构

建、单变量必要性分析以及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的流程展开深入性研究，以探讨最具解释力的前因

组态、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等对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行为的不同影响。

2.案例选取

公开典型案例是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工作的重要内容，是聚焦突出问题、压实环保责任的重要举

措。伴随着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工作基本结束，相关督察情况及问题线索移交工作有序开展。

有关报道显示：截至 2022年 7月，两轮督察共计公开 262个负面典型案例，涉及弄虚作假等生态环境

领域形式主义问题占 18.3%[27]。与此同时，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督促压力也成功解决了一批棘手问

题，地方环境整治工作涌现出诸多正面典型。2021年，生态环境部针对督察整改成效显著、环境状况

改善明显的 30余起优秀案例予以正面通报，以作参考表率。综合上述公开情况，对案例进行收集、比

较、总结及整理，研究最终筛选 2022年通报的 20起典型案例进入分析流程（见表 1）。从发生背景和

分布内容上看，这些案例均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期间产生，案例具有相当的多样性，各条件维度间存

在着差异，并表现突出，具有可比性。由此，地区间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所表现出的反复性与顽固

性也大有不同，符合 csQCA结果维度的正负向多样的要求。

3.变量设计与赋值

（1）结果变量。本文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下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现象作为观测焦点，因而

以“形式主义确有发生”为判定标准。总体上看，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下，地方政府面对曝光的生态

环境问题的回应性行为表现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开展后，压力的纵向传导提高

了地方政府对环保工作的重视程度，积极协调诸多部门关系，并充分调动资源旨在从根本上解决督

察指出的主要问题，实现了地方环境治理绩效的明显提升。第一轮督察及“回头看”时期曝光的诸如

弄虚作假、敷衍了事等不当现象，因为生态环保督察的介入得到有效整治；二是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并

未成功扭转地方生态环境治理行为偏差，形式主义问题依然存在，甚至部分地区出现屡教不改的现

象。此前被点名的环保旧账没有得到根治，严重者更是以“形式主义”应对“形式主义”，最终被中央

生态环保督察组再三通报。

表1　20起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案例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发生地

山西太原

辽宁沈阳

江苏镇江

安徽马鞍山

福建宁德

江西九江

山东济南

广东汕头

四川成都

陕西西安

污染类型

水污染

土壤固废污染

水污染

水污染

水污染

水&空气污染

水&空气污染

水污染

空气污染

水污染

编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发生地

辽宁铁岭

江西新余

云南玉溪

安徽淮北

河南新乡

吉林长春

黑龙江哈尔滨

贵州安顺

江苏宿迁

河北衡水

污染类型

水污染

大气污染

水污染

大气污染

固废污染

水污染

水污染

水污染

固废污染

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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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条件变量。环境问责。作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核心环节，环境问责深刻地改变了科层治

理逻辑下传统问责机制的不足，在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8]。随着

制度的纵深发展，督察问责的级别越来越高、问责范围越来越广，问责力度越来越大，制度刚性越来

越强。本文以第一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期间产生的问责人数，作为环境问责压力的替代

指标。考虑到城市人口体量也间接影响着问责人数与承压能力，因而进一步计算当年城市人均问责

数量。

环境注意力。政府是国家治理的主体，注意力的有限性决定了只有那些得到政府密切关注的社

会问题方能进入政策议程[29]。“注意力”本身是较为抽象的概念，在现实中需要依附于一定的载体加以

呈现，因此对其的指标衡量需要客观材料加以佐证。鉴于学界对政府文本的分析已经成为考察政府

注意力的主流方式，为此可以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内容进行挖掘，以获得对环境注意力的直观感

受。为此，本文参考王琪等[30]的操作方法，以案例所在城市《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为文本基础，统计

“环境类”关键词词频。

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以来，由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损害始终是国内外政府治理面临的重要

挑战。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相互冲突的。现代社会则认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通

过协调是可以达到绿色平衡的，尽管这种协调非常艰难。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时，地方政府是否会

为掩盖自身“重发展、轻保护”的短视行为或环保资源投入不足的治理缺漏等而采取形式主义策略以

掩人耳目呢？这方面值得进一步深究。本研究参考黎文靖等[31]的操作方法，使用年度GDP增速表征

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一般而言，地区内第二产业结构占比越高，地方环境治理的任务越艰巨。由于其多

为污染排放密集型企业，相较之下地方政府环境履职的边际成本更高，这也就导致第二产业倚重突

出的城市在环境治理中困难重重，从而更容易采取形式主义的投机手段、“政企合谋”等方式加以应

对。本研究参考张国兴等[32]的操作方法，以第二产业占比表征地方产业结构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行

为的影响力。本文收集整理了 2020年案例城市第二产业占比，根据数据分布的集散情况，以 40%作

为断档界线。

公众监督。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肯定了公众的环境参与、舆论监督的地位，尤其是信访举报为督

查组提供了众多宝贵线索，极大地限制了地方政府偏差行为，推动了督察工作的精准运转。在当前

常态化的环境治理机制中，除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进驻期间接收群众信访举报监督外，我国已经建

设“12369环保举报联网管理平台”，实现了全国所有省份与地级市的全覆盖。在信息上报渠道上，开

通了电话、微信、网上举报等多种路径，保障了信息资源的有效传达。本文选取 2020年地方政府环保

信访举报件总数作为衡量依据，表征公众监督强度。

技术支撑。科技手段的辩证影响，使得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触发更具复杂性。详言

之，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一方面为地方生态环境治理赋能，便利政府行政活动与信息交流，降低形

式主义策略选择的可能；另一方面，如果技术使用不当，科技赋能亦会引发新的“指尖上的形式主

义”。因此，技术支撑的辨证影响需要在实践中具体检验。本研究使用《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

2020》中公开的地级市创新指数，以表征地方科技创新能力，进而对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可以使

用的科技资源进行衡量。

综上所述，本研究经过赋值与校准，得出无矛盾组态的真值表进入定性比较分析流程（见表2）。

三、实证分析

1.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单条件变量检验的目的，在于考察该条件是否为前因变量的子集，能否构成结果的必要条件。

一般情况下，当某一条件变量或条件组合Xi的 Consistency≥0.9 时，即视其为结果变量Yi的必要条

件[33]。由计算结果可知，所有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阈值 0.9，即未有构成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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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发生的必要条件（表3）。

需要注意的是，条件变量“～EcDe”和“～TeSu”一致性分别为 0.7与 0.8，最为接近必要条件检验

标准，覆盖率也达到 0.78、0.73。说明二者对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发生与再生产具有不可忽

视的驱动作用，解释力度较强。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或“科技支撑不足”，都将在很大程度上

促使地方政府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中采取形式主义的方式，以掩盖生态环境治理的实际疏漏，缓释

政治、问责、舆论等压力。

总的看来，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政治、问责、舆论等压力下，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行为

发生与否，无法凭借单一条件变量引致，是“多重复杂并发因果”。这一结果印证了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下的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发生机制的复杂性，我们需要分析条件变量组合，联动政治、经

济、社会与技术等多个维度、多元因素，以探索条件变量的协同效应。

2.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

不同于上述对必要条件的分析，在单个条件变量不构成必要条件的情况下，组态分析基于集合

论视角，运用充分条件组合进行分析，探讨多样化的组态构成是否为结果集合的子集，其试图揭示不

同组态引起结果产生的充分性。按照Consistency≥0.9的原则进行筛选、编码，选取中间解进行进一

步解释，其复杂度适中，仅考虑“简单”反事实假设的情况，属相对有把握的约简方式，使结果的理论

模式具有更强的解释性（见表4）。

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下，导致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发生的路径是多元的，

且六条组合路径的一致性均为1.0，具有良好的解释力。我们进一步观察组态分析结果与样本案例详

情，发现路径彼此间显示个性与共性并存。根据布尔最小化原则，考虑不同路径变量间的相关性，可

将六种组态归纳为三种典型的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发生与再生产机制类型，即“经济约束”驱

动型、“注意力兑现悬浮”驱动型以及“避责思维”驱动型。

表2　变量说明与测量

类别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变量

环境问责

环境注意力

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公众监督

科技支撑

地方环境治理 
形式主义现象

赋值说明

此前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于该城市的人均问责指数，
高于平均值赋值为1；反之为0

地方《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环境类”相关词频，
频次高于50赋值为1；反之为0

2020年城市年度GDP增速，高于平均值赋值为1；反之为0

2020年城市第二产业占比，高于40%赋值为1；反之为0
2020年地方环境信访举报总数，高于平均值赋值为1；反之为0

2020年城市科技创新指数，高于0.4赋值为1；反之为0

形式主义现象是否存在，存在赋值为1；反之为0

数据来源

地方政府信息公开
《城市统计年鉴》

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
统计公报》

《城市统计年鉴》

地方政府信息公开

《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
2020》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通报

表3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条件变量

EnAc
～EnAc

EnAt
～EnAt
EcDe

～EcDe

结果变量=Form
一致性

0.50
0.50
0.40
0.60
0.30
0.70

覆盖率

0.46
0.56
0.50
0.50
0.28
0.78

条件变量

InSt
～InSt
PuSu

～PuSu
TeSu

～TeSu

结果变量=Form
一致性

0.60
0.40
0.40
0.60
0.20
0.80

覆盖率

0.55
0.44
0.44
0.55
0.22
0.73

注：“～”是集合论中的关系符号，表示 “非”，意为条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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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约束”驱动。“经济约束”即地区经济发展不充分，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阵痛进一步加大

了经济压力，约束着地方生态环境治理活动的有序开展。同时，由于注意力配置及资源支撑不充分，

驱动着地方政府采取策略主义、形式主义地应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这一形式主义发生机制包含组

态 1a与 1b：根据布尔运算可以简化为“~环境注意力*~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科技支撑”。其

中，“~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构成其核心条件，即地区“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较低的第二产业

占比”的协同效应，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下的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发生起到了重要的诱导作用；

“~环境注意力*~科技支撑”构成其边缘条件，即“环境注意力的欠缺与科技支撑的不足”，对地方生

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发生起到了一定的驱动作用。

以东北H市为例。作为早期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H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先污染后治理”的

特征。自 2000年至今，H市的第二产业于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极其显著，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阵

痛影响深远，地区经济增长压力不断增长。与经济约束相伴而生的是注意力的倾斜，通过分析《2020
年H市政府工作报告》发现，“环境类”相关的词频数量总计较低。在与“经济类”词频的比较下，环境

注意力投放差距明显。一直以来，H市的黑臭水体问题受到中央环保督察组的广泛关注。2018年，

市内多处水体被认定为“黑臭水体”。2021年 5月，在省级有关部门督办下，H市对入江口 1.3千米河

道实施应急清淤。此次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进驻前，又紧急在河道上游设置临时围堰，干扰下游水质

检测，导致上游河道沉积大量底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进驻期间，H市更是匆忙投加超大剂量药剂，

试图改善废水泥浆含量。显然，这些做法“治标不治本”，整改只做表面文章。

（2）“注意力兑现悬浮”驱动。“注意力兑现悬浮”即地方环境注意力在行动落实的过程中并没有

达到预期目标，出现了偏离。具体实践中，注意力的倾注往往停留在政府自上而下的动员、做工作层

面，针对污染的实际治理行动却不尽理想，政治、社会与科技方面未能提供有力支持，形式主义由此

而生。这一发生机制包含组态 2a与 2b：根据布尔运算可以简化为“~环境问责*环境注意力*产业结

构*~科技支撑”。其中，“~环境问责*环境注意力*~科技支撑”为其共性核心条件组态，即“较小的

环境问责压力、较高的环境注意力与科技支撑缺乏”的协同效应，对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发生起

到了重要的诱导作用。同时，较高的第二产业占比也明显影响着形式主义现象的生成。

以中部X市为例。作为Y省北部的工业重镇，X市产业结构偏粗、偏重，制造业多处于产业链前

端、价值链低端，化工、建材、造纸、煤电等传统产业占全市比重仍然较高，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任务重、

难度大。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前夕，《2020年X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环境治理领域的相关

词频高达 80余次，表现出极强的环境关注度。然而，在解决“垃圾围城”的问题上，X市在实际的行动

中存在诸多缺陷。2020年初，X市 J县匆忙上马渗滤液收集及处理设施，又在设施尚未建成之际匆忙

投用，日填埋垃圾量超 300吨。为粉饰设施损坏停运、垃圾处理不力的问题，负责人临时编造炮制反

表4　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发生组态

条件变量

环境问责

环境注意力

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

公众监督

科技支撑

原始覆盖率

唯一覆盖率

一致性

总体覆盖率

总体一致性

组态1a

0.2
0.1
1.0

1.0
1.0

组态1b

0.2
0.1
1.0

组态2a

●

●

0.3
0.2
1.0

组态2b

●

●

0.2
0.1
1.0

组态3a
●

●

0.2
0.2
1.0

组态3b
●

●
●
●

0.1
0.1
1.0

注：●●表示条件存在， 表示不存在，● 表示核心条件，● 边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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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系统运行记录，典型的“纸面治污”行径最终败露。由此，相关管理部门重调度、轻督导，上报整

改进展不实，整改工作最终停留在纸面上，地方政府环境注意力未能转化为切实的治理措施，注意力

兑现的资源投入与实际行动皆不彻底。

（3）“避责思维”驱动。“避责思维”即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在责任落实过程中，为维护自身利益，故

意逃避责任的消极心理。地方政府官员基于安全需求，存在着“避责”心态与“懒政”动机，放弃主动

担当与积极作为。从外在表现上看，似乎积极响应和严格服从，实际上在决策和执行政策过程中更

加关注如何规避问责的风险[34]。面对群众的舆论监督，地方政府“救火式”的回应，不可避免地助长了

“形式主义”消极风气。这一发生机制包含组态 3a与 3b：根据布尔运算可以简化为“环境问责*~环境

注意力*公众监督”构成其共性条件组态。即“较大的环境问责压力与公众监督约束、较少的环境注

意力”催生了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行为。前期较大的环境问责压力，揭示了地区环境治理的

紧迫性。然而，环境注意力未能与环境治理任务保持协调匹配，进而在具体实践中难以调配更多的

治理资源支撑环境改善。在问责的负向激励下，地方政府的风险规避意识突出，过高的责任风险触

发了地方“避责”逻辑。同时，随着属地管理的强化，越来越多的环境责任被逐步分解、发包至地方政

府，资源的争夺愈演愈烈。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不断行使权威，地方核心行动者出于自利性动机和功

利性偏好，大多选择扮演环境治理“选择性在场”甚或“不在场”角色，以规避环保追责的底线策略为

理性决策选择。

以东北C市为例。第一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期间，C市问责相关责任人员共计 218人，问责的规

模与力度较大，生态环保压力陡增。此前的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即指出，C市水体污染治理任务繁重，

断面水质部分指标持续恶化，部分治理工程进展缓慢，甚至弄虚作假。2018年起，C市按照《城市黑

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规定，陆续建设 3座生活污水临时应急处理设施。设施理论上日均处理

9.35万吨，而实际每天平均处理水量仅约 8万吨，设施污染物处理效率低，出水水质差，与预期效果严

重不符，设施运转流于“形象工程”。为解决现存的污水问题，C市在设施建设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和资金支持，但收效甚微。黑臭水体问题未能根本解决，治污措施“治标不治本”。部分河段河长制

形同虚设，对水质问题视而不见，水体检测走形式，监测数据均没有反映真实水质问题，长效机制管

控的落实不到位。

3.稳健性检验

目前，纵观QCA稳健性检验的普遍做法，主要包括三种，即调整一致性阈值并剔除部分样本的

检验、改变测量方式，以及结果变量的反向检验。本研究选择“结果变量的反向检验”法，对“中央生

态环保督察下地方环境治理未出现形式主义”问题的正面案例条件组态进行分析。经过比对发现，

其组态路径与“形式主义发生”的组态结果差异鲜明，条件组合不对称，没有出现一条组态路径既驱

动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发生，又遏制形式主义的产生。研究结论未有实质性改变，因而此前的

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信度。

四、结论与启示

1.结 论

探讨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多种组态，是破解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形式

主义的基础。基于 20 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本研究引入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 
QCA），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进行条件组态分析，探究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下的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

义发生问题的驱动机制。本研究发现：第一，任何单一因素均无法构成形式主义问题产生的必要条

件或充分条件。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下的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问题的产生，受到多重条件的交互影

响，因此不能将研究局限在解决某一个矛盾上，而需从多方面因素着手。需要注意到的是，即便不存

在单一的必要条件，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与“科技支撑的薄弱”显著掣肘了环境治理绩效，对形

式主义的发生起到了较为明显的催化作用。第二，六条路径、三类条件组态构成了地方环境治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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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主义的主要驱动机制，各因素的有效结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引发形式主义的发生与再生产：一

是“经济约束”驱动型，即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经济发展压力，而因经济发展不充分带来的环境污染、

资源投入稀缺等问题进一步制约着地方生态环境治理目标的有效达成，从而诱发形式主义的发生。

二是“注意力兑现悬浮”驱动型，即地方政府于环保议题中倾注了大量的“纸面”注意力，但在现实行

动中受经济困难、产业结构不合理、公众监督不足、科技支撑乏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注意力仅仅流

于纸面，未能切实兑现，从而招致形式主义的生成。三是“避责思维”驱动型，即地方政府在此前的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中经历过较为严肃广泛的问责，承担着繁重的政治压力。由于后续环保议题未获足

够重视、产业结构调整不彻底、对于公众监督回应不足，致使环境问题整改难达标准，最终选择以形

式主义治理躲避环境问责。

2.政策启示

（1）推动转型：平衡“经济”与“环保”。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转型”是

标志性关键词。为从根本上防治形式主义乱象，一方面，当前亟需转变发展理念，从思想源头扭转行

动指引。厚植绿色政绩观，合理配置环境注意力，以正确的理念指导实践是压实地方环境职责的起

点。应当注意到，生态政绩观的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事关环境保护工作，更涉及国家政治、经

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执政理念的全方位更新升级。需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制度，加强地方各

级党政领导干部的生态文明思想学习，将生态文明理念渗透至日常的政治学习中。以观念层面的转

变带动实践层面的强化落实，将地方环境注意力切实转变为环保行动。

另一方面，当前亟需转变发展方式，做好经济与环保的协同统筹，积极转变产业结构，改善经济

发展环境，减轻地方环境治理负担，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齐头并进。环境问题本质上是

经济发展结构问题。长期积累形成的污染问题短时间内无法药到病除，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地区

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由长久的实践塑造，具有较强的惯性与稳定性，因而产业转型不能急于求成。

基于地区产业基础，地方政府可设置个性化创新发展战略，注重企业发展质量，而非数量。同时，设

立转型升级缓冲期，将转型困难的企业列入缓冲名单，给予充分的准备时间，适应产业淘汰周期。在

缓冲期内，要严格要求有关企业按照期限完成既定目标，对于按时完成转型任务的企业给予清退，转

而关注企业后续的可持续发展。

（2）内外协同：强化注意力兑现。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释放的“政治势能”在约束地方环境治理行

为的同时，也易引发地方政府“言而不行”的偏差行径。环境注意力的提高，增加了地方政府发现现

实环境问题的可能性，但当注意力分配超过地方现实条件或实际能力时，则会诱发“形式主义”行为。

地方环境治理要跳出“认认真真走程序、踏踏实实走过场”的怪圈，就需要强化环境注意力的兑现，不

断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将主观层面的关注落实到客观层面的行动上。从政府内部看，各职能部门需

紧密联系，加强信息沟通，积极履行政府责任。要联合纵向各层级、横向各部门，推进从环保部门的

“小环保”向党委、政府主导的“大环保”转变[35]。统筹环保工作，要着力明确政府内部责任配置，界定

好党政两个系统的职责边界，尽量减少模糊地带。

从政府外部看，社会多元主体应增强自身的参与，在外部监督约束、技术资源支持等层面提供必

要帮助，构建地方环境治理的“行动共同体”。新媒体时代重构了人们的媒介话语权，舆论环境变得

自由的同时也更为复杂。此前，诸多环境群体性事件增加了社会风险冲突强度。社会公众要不断提

高参与的自觉性和自律性，主动承担相关责任，提升参与素养，保持参与理性与尺度[36]，努力成长为堪

当美丽中国建设重任的时代新人。在回应社会公众环境关切上，地方政府应利用好网上政务平台，

加快实现从“信息控制者”到“信息提供者”“关切回应者”的角色转型，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交

代”。在科技手段的嵌入方面，需紧扣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际需求助力环保攻坚，构建起“研发-应

用-反馈”的技术迁移和成果转化体系。同时，要加强对生态环境治理技术的监督，地方生态环境治

理要“善用”科技手段，防止技术使用中的滥用和乱用，尤其要预防“技术赋能的形式主义”带来新的

治理效能损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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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精准问责：疏解避责情结。在环境监管属地管理模式下，地方政府往往承担着“兜底式”的无

限责任，以结果的出现推定主体未尽职履责，或者未充分地尽职履责，对履职的真实情况却较少予以

关注。为激发地方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与内生动力，促进问责精准化，科学界定问责的程度与限度，彰

显问责公平性、正当性，为治理行动“松绑”就显得十分必要。2018年“生态文明”被写入宪法，标志着

生态文明从政治规范走向法律规范。在此背景下，当前需继续以完善法律为核心，夯实问责法治基

础，统一法律规范。我国独特的党政体制要求问责跨越党政两个系统，需平等合理地将不同主体纳

入环境保护法律责任体系[37]。在国家层面，立法机构要制定环境问责法律，为实践提供直接且全面的

参考，增强环境问责的权威性与震慑性。在地方层面，配合中央顶层设计，秉持“应修必修，应废即

废”的基本原则，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政策性文件相关规定等进行集中清理与修整，规范生态环境问

责的整个流程与环节要素。特别是，要结合地方实际与特殊性，增强地方环境问责立法的适配性、科

学性和可操作性，防范再次出现以文件落实上级政策的形式主义问题。

与此同时，为了整饬地方生态环境治理的“避责型不作为”，可以尝试创设环保尽职免责制度，认

可地方政府为环境治理工作所投入的人力与资源，在对尽职履责情形进行合理评估的前提下，承认

免除因环境损害现实而产生的行政处分、政务处分或刑事处罚[38]，审慎启动问责权，营造“尽职照单免

责、失职照单追责”的友好政治氛围。一方面，要以明确的权责分工为前提，事先界定清楚地方政府

职责所在是后期责任倒查、履职认定的对标基础，将散落于法律法规中的责任性规定具体化，使笼统

的原则更具操作性。另一方面，在政策执行上，地方政府及环保部门既要将环保任务落实到具体部

门，分工详细、责任清晰，真正承担起统一监管的责任，又要加强民众保护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充

分保障民众行使监督权，勇于检举揭发违反规定、破坏环境的群体，积极采取环境保护行为[39]。由此，

通过以上举措防范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以厚植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提升人

民群众的生态环境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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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oes Formalism Occur in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 Configuration Analysis Based on 20 Typical Cases of Cent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pections

YANG Jianguo， XU Yan， LIU Chuanjun

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20 typical cases of centr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inspec⁃
tions， using th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csQCA） to examine the various configurations 
of formalistic behaviors in loc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order to explain why formal⁃
ism occurs and reproduces in loc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no 
single factor can constitute a necessary or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form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formalism in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s actually a “multiple complex con⁃
current causality”. The six paths and three types of conditional configurations constitute the main driving 
mechanisms for the emergence of formalism in loc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namely the driving types 
of “economic constraint”， the “attention fulfillment suspension”， and the “mindset of avoiding responsi⁃
bility”.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various factors contributes to the occurrence and reproduction of for⁃
malism in the manner of different paths leading to the same destination. To prevent the reproduction of 
formalism in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cultivate a green background for high-quality de⁃
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ecological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it is urgent to make great efforts in pro⁃
moting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o balance the goals of “econom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ernal and external coordination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the governmen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recise accountability to reduce officials’ tendencies of “avoiding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 formalism； cent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pection； local environmental gover⁃
nance； csQ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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